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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本文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影响公众对风险沟通效果评价及满意度的因素,为改善风险沟

通效果提供政策建议.调查采用问卷星样本服务平台,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１日至２月２２日开展了网

络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２８１８份.研究显示公众对风险沟通总体满意度较高,表现出很高的信息遵

从行为.沟通满意度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在知识群体中存在“满意度落差”现象.电视、报
纸等传统媒体和社区传播在风险沟通中仍然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发挥新媒体的良性作用需

要公众具备媒介素养,公众的主观信息需求、情绪状态以及政府权威信息的公信力对满意度有重要

影响.研究提示,风险沟通应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特点,针对全媒体时代存在的信息竞争与阻滞并

存现象,应充分发挥多元媒介渠道的各自优势,采取针对性的沟通策略,持续提升公众风险沟通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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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１].WHO 于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宣布此次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ublicHealthEmergencyof
InternationalConcern)[２],３月１２日宣布新冠肺炎

疫情的传播风险和影响风险升级至“全球大流行”
(Pandemic)[３].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对政府

的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有效的风险沟通是疫情管理和卫生应急反应的

一个基本要素[４],也是«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要求

所有成员国建立的核心能力之一[５].
美 国 国 家 科 学 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将风险沟通定义为个人、团体和机构之间

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６].这一过程不仅传递

与风险有关的信息,还传达各方对风险事件的关注、
意见和反应,公布国家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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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控制措施[７].政府的风险沟通是指政府作为

主体在危机管理中以信息传播为手段、以公众的理

性理解为目的,协同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危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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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所进行的一系列应急管理与信息传播活动.
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情景下的风险沟通的重要目的

之一是引导公众理性认知疾病风险,采取适当的应

对行为,以减少风险危害,最大程度地保护公众健康

与生命安全.危机情景下,公众普遍存在对风险信

息的强烈需求,不充分的沟通会带来不良的情绪与

行为反应,不同的沟通策略和方式选择,会带来差别

迥异的效果.研究表明,在新发传染性疾病爆发期

间,及时有效地与公众沟通至关重要,不仅可以迅速

遏制疫情的爆发传播,还可以减少此类事件期间经

常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８].Sumo指出,风
险沟通和健康促进在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７].
信任决定模型是风险沟通的基础理论模型之

一,建立信任是所有风险沟通策略的主线.Freberg
指出可信度是影响风险信息传播的因素之一[９],

Sandman也提出建立信任是风险沟通中最关键的环

节,提升风险沟通策略应加强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

的沟通互动,分别在事件发生前、中和后进行有效的

预防以降低风险[１０].情绪启发式模型指出公众在

决策和判断风险时,通过自身的情绪体验来进行判

断和决策.陈虹认为情感的维系是灾害风险沟通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１],BalogＧWay也认同风险传播者

应关注信息中的情感部分[１２].同时 Slovic的研究

表明风险沟通会受到传播媒介的影响[１３],根据“社
交媒体多层次功能”概念模型[１４],社交媒体已经成

为“跨层级信息流的重要信息来源”[１５].Cutter认

为风险沟通是风险信息在社会流动的过程,并提出

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互动性,即风险信息的传播

不仅是 将 信 息 传 递 给 公 众,同 样 也 需 要 公 众 的

反馈[１６].
拉斯韦尔的５W 模式,概括了沟通过程的５项

基本要素,即沟通的主体(Who)、内容(SayWhat)、
渠道(InWhichChannel)、受众(ToWhom)和沟通

效果(WithWhatEffect)[１７].在风险沟通传播过程

中,风险沟通的努力需要以沟通效果评价为检验终

点.因此,在风险沟通策略研究中,应重点关注对传

播效果的考察以及在沟通过程中可能会影响最终传

播效果的各关键环节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因素.
随着媒体形式的快速变化与融合,传播过程中

每个环节都具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５W 模式的分

析框架在探讨新冠疫情情景下的传播效果影响环节

与因素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在疫情迅速发展变化

图１　拓展的５W 风险沟通效果评价模型

的情景下,公众获取及时、可靠的疫情信息、消除不

确定感和恐惧感对于指导疫情期间公众的防护行为

意义重大,且政府发布的新冠肺炎信息是否有效传

播给公众并达到预期的风险沟通效果需要深入调查

分析.因此本研究以５W 的传播过程为分析框架,
结合信任决定模型和情绪启发模型,融入信任、情
绪、媒介互动等变量,构建了拓展的５W 风险沟通效

果评价模型(见图１),从公众的视角,分析公众对作

为传播者的官方、专业机构和新闻媒体在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初期风险沟通效果的评价,分析政府、媒体

与公众三者之间的风险沟通状况,探究影响风险沟

通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为改善风险沟通效果提供研

究依据.本研究提出以下主要假设:危机情景下,个
体信息需求与风险沟通满意度呈正向作用;对传播

者的信任对风险沟通满意度呈正向作用;通过新媒

体和传统媒体获取风险信息的公众风险沟通满意度

会产生差异;公众的情绪会对风险沟通满意度产生

影响.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基于问卷星样本服务网络调查平台,于２０２０年

１月２１日—２月２２日新冠肺炎流行期间,通过网络

发布问卷,共有２８７４名网民参与本次调查,收回有

效问卷２８１８份,问卷有效填答率为９８．０５％.

１．２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课题组自行编制的«公共卫生风险

认知与 行 为 现 状 调 查 问 卷».利 用 问 卷 星 平 台

(https://www．wjx．cn/)发放问卷,问卷填答前设

有知情同意书(介绍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标明填

写要求和注意事项),所有题项均为必答题,且问卷

填答遵循自愿、匿名原则.在问卷审核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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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借助问卷星平台提供的权限设置功能,根据超

出答卷最低时间限制、非同一设备、IP 地址不同和

选项矛盾４个筛选标准,后台核查人员可以对已提

交的问卷进行筛选与把控,剔除无效问卷,保证数据

质量.

１．３　调查内容与研究变量

１．３．１　研究的因变量

本研究对风险沟通效果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测

量,一方面是公众对风险信息的采纳遵从行为的客

观反映,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沟通满意度的主观评价.
其中公众对风险沟通效果满意度的主观评价可视为

评价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１８].
以往研究者对沟通满意度的定义多是单维的,仅侧

重于个人对自身所处场域中信息传递状况的一种直

观感受的评价.而实际上公众基于个体主观立场的

风险沟通需从多维视角考量,单纯依靠固有的传播

网络结构,会导致沟通效能的边际效应递减,政府部

门应与公众进行充分的双向沟通,主动回应受众的

信息诉求.本研究采用信息指导采取行为和满意度

作为沟通效果的主要评价指标,其中满意度综合了

三个维度的评价,首先是疫情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维

度,即官方风险信息发布的及时全面性,其次是疫情

信息发布的客观可信性维度,第三个维度是对管理

部门的风险回应满意度维度,采用 Likert李克特５
分量表评分,将“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
“不大满意”、“非常不满意”分别赋值为５至１分,并
参照满意度研究通行的二分类标准,将非常满意和

比较满意归为效果满意,标记为“１”,其他则认为效

果不佳,标记为“０”.三个二级维度累计求和,当总

分大于等于２分时,则表示对整体风险沟通的效果

感到满意,否则表明其对风险沟通效果不满意.

１．３．２　研究的自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除年龄、性别、职业、婚姻、文化

程度、收入等社会人口学变量外,基于拉斯韦尔的

５W 模式、信任决定模型、情绪启发模型[１９]构建的风

险沟通效果评价综合分析模型还包括公众所处的媒

介环境因素(公众的新媒体互动、传统媒体、社区宣

传等因素)和信息信任状况.也包括公众基于风险

议题识别的内部动力因素,如疫情信息关注度、主动

搜索信息行为、情绪倾向等.
公众的信息获取、信息信任程度、疫情信息关注

度、利用新媒体搜索信息状况、新媒体互动情况、公
众情绪倾向等问题均采用李克特５级评分法(范围

为１—５分)测量,得分≥３分为高程度组,若＜３分

则为低程度组.

１．４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统计描述分析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采用

卡方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逻辑 Logistic回归分析

进行影响满意度的多因素分析.统计分析软件采用

SPSS２５０版本.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表１)的２８１８名居民,年龄范围在

１８~７３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４０岁.其中男性占比

４１５９％(１１７２人),女性占５８４１％(１６４６人);城市

居民占比为４８９０％(１３７８人),城镇/农村居民为

５１１０％(１４４０人);平均月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下的

９８１人,占比３４８１％.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下的８６５
人(３０７０％),本科及以上有１９５３人(６９３０％);已
婚人群占比４５８５％(１２９２人),７２９２％的被调查者

自评健康状况良好.

表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N＝２８１８)

变量 分类 人数(N) 构成比(％)

性别 男 １１７２ ４１．５９
女 １６４６ ５８．４１

年龄 １８~３０ １７５１ ６２．１４
３１~５０ ９５６ ３３．９２
＞５０ １１１ ３．９４

婚姻状况 已婚 １２９２ ４５．８５
其他 １５２６ ５４．１５

居住地 城市 １３７８ ４８．９０
城镇/农村 １４４０ ５１．１０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下 ８６５ ３０．７０
本科及以上 １９５３ ６９．３０

健康状况 较好 ２０５５ ７２．９２
较差 ７６３ ２７．０８

月收入 ≤２０００ ９８１ ３４．８１
２００１~５０００ ６６９ ２３．７４
＞５０００ １１６８ ４１．４５

２．２　沟通效果的总体水平分析

从遵循官方信息采取防护行为指标分析结果

看,居民选择根据官方发布的防控措施信息采取防

护行为的人数为２５９８人,占比达到９２．１９％.从沟

通满意度的评价指标结果看,在二级子维度中,公众

对疫情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维度上有６２．６０％的公众

表示满意,７５．０５％的公众对疫情防控信息的真实可

信性感到满意.７３．１４％认为管理部门风险应对反应

符合公众期望.基于三维度的总体满意度为７３．１４％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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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风险沟通各维度满意度分析结果(N＝２８１８)

变量
满意人数

(n)
满意率
(％)

时效性维度 １７６４ ６２．６０
可信性维度 ２１１５ ７５．０５
对管理部门风险回应的满意度维度 ２０６１ ７３．１４
总体满意度 ２０６１ ７３．１４

２．３　影响风险沟通效果满意度的单因素分析

从表３的单因素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自评健康状况、是否通过电

视、网络、报纸杂志、社区宣传等途径获取疫情信息、
是否具有负向情绪、是否关注疫情信息、是否主动搜

索疫情相关信息、是否信任官方发布信息、是否利用

新媒体互动式沟通会对公众的风险沟通效果满意度

有显著影响(P＜０．０５).

２．４　风险沟通效果多因素分析

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公众对政府部

门风险沟通的满意度评价作为因变量(满意＝１,不
满意＝０),以α＝０．０５进入标准,采用逐步向前法纳

入在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
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居民(OR＝１．２５５)、已婚(OR＝
１．５４６)、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OR＝１．４２４),
自评健康状况较好(OR＝１．４８６),关注疫情信息

(OR＝２．９０１),居民没有焦虑等负向情绪(OR＝
１８２１),信任官方信息(OR＝２８１２),利用新媒体互

动式沟通(OR＝１６００)以及通过电视、报纸和社区

发放宣传册/单获取疫情信息(OR＝１２５９,OR＝
１２２４,OR＝１４２０)是影响公众风险沟通满意度评

价的促进因素(表４).

表３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风险沟通效果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调查人数

构成比(％)
满意 不满意

n ％ n ％
χ２ P值

性别 ４．２２４ ０．０４０
　男性 １１７２(４１．５９) 　８８１ ７５．２０ ２９１ ２４．８０
　女性 １６４６(５８．４１) １１８０ ７１．７０ ４６６ ２８．３０
年龄(岁) １７．４１６ ０．０００
　１８~３０ １７５１(６２．１４) １２３３ ７０．４０ ５１８ ２９．６０
　３１~５０ ９５６(３３．９２) ７４２ ７７．６０ ２１４ ２２．４０
　＞５０ １１１(３．９４) ８６ ７７．５０ ２５ ２２．５０
居住地 １．５８９ ０．２０７
　城市 １３７８(４８．９０) ９９３ ７２．１０ ３８５ ２７．９０
　农村 １４４０(５１．１０) １０６８ ７４．２０ ３７２ ２５．８０
文化程度 ９．４５２ ０．００２
　大专及以下 ８６５(３０．７０) ６６６ ７８．００ １９９ ２２．００
　本科及以上 １９５３(６９．３０) １３９５ ７１．４０ ５５８ ２８．６０
婚姻状况 ３７．７８７ ０．０００
　已婚 １２９２(４５．８５) １０１７ ７８．７０ ２７５ ２１．３０
　未婚 １５２６(５４．１５) １０４４ ６８．４０ ４８２ ３１．６０
自评健康状况 ４２．３４０ ０．０００
　较好 ２０５５(７２．９２) １５７１ ７６．４０ ４８４ ２３．６０
　较差 ７６３(２７．０８) ４９０ ６４．２０ ２７３ ３５．８０
通过电视获取疫情信息 ３４．０１０ ０．０００
　是 ２０６５(７３．２８) １５７１ ７６．１０ ４９４ ２３．９０
　否 ７５３(２６．７２) ４９０ ６５．１０ ２６３ ３４．９０
通过家人朋友获取疫情信息 ０．０８３ ０．７７３
　是 １９２４(６８．２８) １４０４ ７３．００ ５２０ ２７．００
　否 ８９４(３１．７２) ６５７ ７３．５０ ２３７ ２６．５０
通过网络获取疫情信息 ５．８４０ ０．０１６
　是 ２５３２(８９．８５) １８６９ ７３．８０ ６６３ ２６．２０
　否 ２８６(１０．１５) １９２ ６７．１０ ９４ ３２．９０
通过报纸杂志获取疫情信息 １２．３８３ ０．０００
　是 １２４０(４４．００) ９４８ ７６．５０ ２９２ ２３．５０
　否 １５７８(５６．００) １１１３ ７０．５０ ４６５ ２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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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素
调查人数

构成比(％)
满意 不满意

n ％ n ％
χ２ P值

通过社区宣传获取疫情信息 ３３．９７１ ０．０００
　是 ７６７(２７．２２) ６２２ ８１．１０ １４５ １８．９０
　否 ２０５１(７２．７８) １４３９ ７０．２０ ６１２ ２９．８０
利用新媒体互动式沟通 ２９．６３０ ０．０００
　利用 ９７９(３４．７４) ７７７ ７９．４０ ２０２ ２０．６０
　未利用 １８３９(６５．２６) １２８４ ６９．８０ ５５５ ３０．２０
信任官方专业信息 １１１．１８０ ０．０００
　信任 ２１９９(７８．０３) １７１１ ７７．８０ ４８８ ２２．２０
　不信任 ６１９(２１．９７) ３５０ ５６．５０ ２６９ ４３．５０
疫情信息关注度 ９３．７３０ ０．０００
　关注 ２６６２(９４．４６) １９９９ ７５．１０ ６６３ ２４．９０
　不关注 １５６(５．５４) ６２ ３９．７０ ９４ ６０．３０
主动搜索疫情信息 ４０．２８０ ０．０００
　是 ２６２１(９３．０１) １９５５ ７４．６０ ６６６ ２５．４０
　否 １９７(６．９９) １０６ ５３．８０ ９１ ４６．２０
具有负向情绪 ７．８３５ ０．０３６
　具有 ２４２４(８６．０５) １７５０ ７２．２０ ６７４ ２７．８０
　不具有 ３９４(１３．９５) ３１１ ７８．９０ ８３ ２１．１０

表４　影响风险沟通效果满意度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自变量 参照组 β Sx Wald P 值 OR值 ９５％ CI
性别

　男性 女性 ０．２２７ ０．０９５ ５．７０３ ０．０１７ １．２５５ １．０４２ １．５１２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０．４３５ ０．１３２ １０．８４８ ０．００１ １．５４６ １．１９３ ２．００３
年龄(岁) １．２６４ ０．５３２
　３１~５０ １８~３０ －０．０６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８２ ０．６６９ ０．９４２ ０．７１５ １．２４０
　＞５０ ０．２３１ ０．２７２ ０．７１８ ０．３９７ １．２６０ ０．７３９ ２．１４８
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０．３５４ ０．１０６ １１．２１３ ０．００１ １．４２４ １．１５８ １．７５２
健康状况

　较好 较差 ０．３９６ ０．０９９ １６．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１．４８６ １．２２４ １．８０４
主动搜索了解疫情信息

　是 否 ０．３２１ ０．１７５ ３．３６７ ０．０６７ １．３７８ ０．９７８ １．９４１
疫情信息报道关注度

　关注 不关注 １．０６５ ０．１９４ ３０．２５２ ０．０００ ２．９０１ １．９８５ ４．２４０
具有负向情绪

　不具有 具有 ０．６００ ０．１４５ １７．１５７ ０．０００ １．８２１ １．３７１ ２．４１９
信任官方专业信息

　信任 不信任 １．０３４ ０．１０６ ９５．５５８ ０．０００ ２．８１２ ２．２８５ ３．４５９
利用新媒体互动沟通

　利用 未利用 ０．４７０ ０．１０２ ２１．３５８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３１１ １．９５２
通过电视获取疫情信息

　是 否 ０．２３０ ０．１０１ ５．２１４ ０．０２２ １．２５９ １．０３３ １．５３５
通过网络获取疫情信息

　是 否 ０．１６４ ０．１４８ １．２２０ ０．２６９ １．１７８ ０．８８１ １．５７４
通过报纸杂志获取疫情信息

　是 否 ０．２０２ ０．０９５ ４．５５５ ０．０３３ １．２２４ １．０１７ １．４７４
通过社区宣传获取疫情信息

　是 否 ０．３５１ ０．１１３ ９．５８４ ０．００２ １．４２０ １．１３７ １．７７３
　　常量 －２．４１６ ０．２６２ ８５．０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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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风险沟通满意度的原因分析

本调查分别对公众选择满意和不满意的原因进

行了成因分析(去除２４名选择不了解的公众).在

表达满意的公众中,选择最多的是“信息较全面、及
时”和“官方权威的信息较多”分别占 ８０．４５％ 和

７７．６６％.公众选择不满意原因最多的是“网上虚假

信息过多”占比为６６．２０％,其次是“官方信息相对

少”,占５８．３３％.(见图２、图３).

３　讨　论

风险沟通的目的是为受众提供有用、相关、准确

和必要的信息,以便他们对所面临的风险做出明智、
理性的决定[２０].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有效的风险沟

通可以引导公众采取适当措施应对风险并执行、遵
守公共卫生防范建议.本研究结果显示,９０％以上

的调查者根据官方发布的防护措施信息采取了防护

行动,对风险沟通的主观满意度达到７０％以上,总
体上取得了良好的风险沟通效果.

风险沟通中公众主观满意与否取决于公众对风

险管理主体的行为期望与实际感知结果之间的评价

比较[２１].根据经典消费者满意度理论,消费者满意

是消费者通过对一个产品或服务的可感知的效果与

他期望值相比较后形成的一种感觉状态[２２].风险

沟通满意度也是一种主观感知与一定的预期结合进

行衡量比较的结果(若信息需求大于或者不等于实

际获取感知,那么受众对风险沟通的效果即表现为

不满意;若实际感知大于等于信息需求,则风险沟通

效果满意).本次调查中７３．１４％的对象对此次疫

情的 应 急 风 险 沟 通 效 果 表 示 满 意,高 于 FaourＧ
Klingbeil对阿拉伯选定地区的研究结果[２３],但仍有

２６．８６％的公众在多维综合结果下表达了不满意的

体验.在及时性的维度上,６２．６０％的公众对风险信

息发布及时全面性表示满意,是在三个维度上评分

相对较低的维度,曹珂馨等的研究也得出风险沟通

方面仍存在改善空间,仅有５３．４２％的公众认为疫

情相关信息公布的比较及时或非常及时[２４].本次

问卷调查时点是(１月２１日至２月２２日)疫情初期,
也是疫情快速发展的蔓延期.面对一种新发疾病,
在科学上存在一个不断研究认识的过程,面对未知

的风险,采取更为谨慎保守的态度、考量多重利益均

衡与复杂社会影响,以往内紧外松的惯性思维模式、
对疫情风险源头信息的反应不够敏锐,以及部门间

信息沟通机制不够顺畅等多重原因,可能使疫情初

期的预警信息发布的不够及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公众对信息沟通的满意度.但从遵循官方信息的防

控措施行为的依从性上看,公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

遵从行为,９２．１９％的居民能够遵循官方信息发布的

建议采取积极的防护措施,这对我国疫情的控制起

着关键作用.

３．１　主要人口社会学因素对风险沟通满意度产生

影响,知识群体中存在“满意度落差效应”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比女性有着

更高的满意度(OR ＝１．２５５),这与以往性别差异对风

险沟通的影响研究结果一致[２５],由于女性比男性对风

险信息更为敏感,依据自身的主观心理感受力和风险

认知水平易过高估计风险会带来的威胁程度,这可能

是女性的风险沟通满意度低于男性的原因.人口学

变量中的婚姻状况是风险沟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OR＝１．５４６).已婚的公众显示风险沟通更为满意.
婚姻具有风险分担功能,有研究显示,萧条时期这种

作用更明显[２６].已婚公众可以与伴侣共同分享交流

信息,分担风险,可能更容易对风险沟通感到满意.
此外,健康状况自评较好的居民对风险沟通效

果呈现出更为满意的评价(OR＝１．４８６),身体状况

较差的居民通常更关心自身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获

取与满足程度.在疫情特殊时期,这类健康脆弱人

图２　公众对风险沟通满意的原因(N＝２５７８)

　　

图３　公众对风险沟通不满意的原因(N＝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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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就医需求很大程度上被抑制或受阻.身体状况

好的居民通常具备较高的健康素养水平,这类人群

会根据政府及媒体发布的防控信息,实施健康促进

行为或停止某种危害行为,可能使得良好的健康状

况与风险沟通效果呈现出正向的影响关系.
人口学变量中的文化程度是风险沟通满意度的

影响因素,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较低文化群体的满

意度低(OR＝１．４２４).根据一项公众对于风险沟通

的期望差异研究结果显示[２７],由于公众固有认知的

局限导致期望不一致的产生,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

人,在面对风险时会在理解风险信息的基础上调用

已具备的相关领域的知识贮备,对风险信息进行深

层次加工.同时,高知人群对政府疫情信息公开与

公众互动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期望,而实际感知到的

风险信息沟通成效难以达到其较高的期望标准[２８],
文化—期望—感知价值之间的差距可能导致高知识

群体对风险沟通工作产生不够满意的评判.本研究

结果也发现,越高的知识群体,对信息沟通的质

量、内容、要求的期望值也越高,在同样的信息供

给环境下(分子成分),期望值(分母成分)越高,满
足期望的落差就越大,因而对满意的体验相对就越

低,呈现为知识群体中的“满意度落差效应”.同

时,高知人群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渠道更为多元,即
知识沟现象的存在,多元信息也意味着信息内容的

不一致更易存在,而高知人群的独立思考和质疑精

神以及对信息深加工的分析能力驱使其期待更多

的信息满足,迭代出更高的预期和要求,满意度落

差效应会进一步增强.这也提示:面对不同受众的

信息需求,满意度体验会产生差异,风险沟通应针

对不同群体的需求特征采取针对性的沟通策略.

３．２　信息需求、信任与情绪对风险沟通满意度产生

影响

　　信息关注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信息需求

的强烈程度,需求度越高,对体验的满足感受程度就

可能会越强.本研究结果显示,关注疫情信息的公

众(OR＝２．９０１)相比不关注的公众对于沟通效果的

满意度更高,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信息的充分

流动是主体间有效沟通的基本前提,由于公众有限

认知的主观性信息不对称,易诱发个体对风险沟通

效果产生消极情绪,为了打破政府与公众间存在的

外生性信息不对称的屏障[２９],“信息饥渴”的公众倾

向于主动关注并搜寻风险信息,期望获取真实、可
靠、权威的信息,填补自身的“信息真空”.当所需的

信息需求得到满足后,公众会认同风险沟通的效

用.疫情期间,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建立新闻发布机

制、采取多种途径及时跟踪报道疫情信息,通过电

视等大众媒体以及官网等多种新媒体渠道发布疫

情动态信息,引导公众采取理性防护行为.有研究

显示这一系列风险沟通措施对公众行为产生了积

极影响[２４].
此外,居民对官方信息的信任度对风险沟通效

果有显著影响(OR＝２．８１２,P＝０．００００),假设得到

了验证.信任决定模型理论认为,公众对管理部门

的信任是双方开展有效沟通的前提,信任政府发布

的信息内容足以避免公众非理性的行动方式可能带

来的风险,同时,能力和专业知识是建立和维持信任

的决定因素之一[３０],对决策者的信任也需要频繁的

互动和沟通[３１].Menon的研究认为政府的公信力

和信息透明度是政府与公众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基

础[３２],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高能够有效降低风险沟通

噪音带来的沟通成本,可以促使政府与公众间达成

双向良性互动[３３].
本研究发现,没有负向情绪的居民对风险沟通

效果评价的满意度是具有负向情绪(负向情绪主要

表现为恐惧、焦虑、紧张)公众的１．８２１倍,验证了研

究假设.Sojberg提出个体情绪和风险感知间存在

中度相关,居民对风险感知度越高,则更愿意关注未

知风险,但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公众对风险事件的

心理恐慌情绪[３４].Forgas认为情绪对个体判断和

决策有着直接的影响[３５].有研究指出在表达灾情

资讯的同时,要着重从情感上降低公众的恐慌情

绪[１１].过度的负向情绪作用会使公众将安全风险

放大[３６],如果情绪没有被所获取的风险信息所缓

解,人们会对沟通效果产生不够积极的评价.信息

满意与情绪的关系,还需要在更深层的机制上研究

探索.

３．３　全媒体情境下,信息获取渠道对风险沟通满意

度产生影响,存在“信息竞阻”现象

　　通讯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身处全媒体时代

的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选择,进而会产生

信息渠道偏好和信息内容与方式依赖.通过何种方

式和途径进行传播以保证权威专业的风险信息有效

抵达目标受众事实上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本研究结果显示,从电视、报纸、社区宣传等传

统方式和渠道获取风险信息的公众满意度更高

(OR＝１．２５９、１．２２４和１．４２０),与文章假设一致.
传统媒体中的电视依然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

径,７３２８％的公众通过电视,４４．００％的居民通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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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等途径获取官方发布的疫情防控信息和各类疫情

应对举措.与网络媒体相比,电视的信息输出方式

更为便捷、直观,对老年人群更方便可及,这一渠道

的可 信 力 更 强.社 区 宣 教 渠 道 方 面,尽 管 只 有

２７２２％的居民从社区宣传中获取信息,但满意度相

对高于其他途径,这从侧面反映了社区在疫情防控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全媒体时代,大众普遍处于

信息“过暴露”情景下,不可避免会存在信息噪音的

影响.由于传统大众媒体和社区存在信息审核把关

和过滤机制,能够保证提供给受众高质量、权威、专
业的信息,进而会提高受众的信息满意体验.已有

研究显示充足、权威的风险信息能削弱个体风险感

知,从而阻隔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３７].本研究的满

意度原因分析中,表示满意的公众首选的前两位原

因(７７％以上)是公众觉得获取的信息全面、及时和

官方权威信息较多.
另外,近９０％的居民通过网络获取疫情信息.

对新媒体发布的疫情信息相关报道进行互动(评论

留言)的居民(OR＝１．６００)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沟通

满意度.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突破传统媒体科

层制、单向信息传递的障碍,使受众成为信息内容的

生产者、传播者、反馈者,更容易拉近政府与受众间

的沟通距离[３８].风险沟通中的信息获得具有消除

个人和群体恐惧的作用,同时公众以这种方式增进

自身政治参与感与责任感,在多元交互式公共言论

发声渠道下,充分行使公共事务参与权,合理表达意

见和情感诉求,利用新媒体(微博、微信)互动的形式

来合理释放内在需求与压力,进而可能产生对风险

沟通效果的积极评价.
在新媒介环境下,由于网络上的风险信息良莠

不齐,只有具备良好的鉴别力、互动能力的受众才能

有效甄 别 信 息,同 时 也 需 要 付 出 更 多 的 智 力 成

本[３９].本研究对风险沟通满意原因的分析结果显

示,在沟通效果不满意的公众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网

上虚假信息过多(６６．２０％)和官方信息相对较少

(５８３３％),此前有研究得出,在２２．７２％的公众获

得的非官方信息中,有２０％以上的信息在事后被证

明是不实信息[２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诸如喝

板蓝根、熏醋、抽烟、吃抗生素、盐水漱口预防新冠病

毒等虚假信息层出不穷,导致部分人采取了错误的

预防措施,不利于疫情的防控.这也从一个侧面揭

示了广泛存在的“信息竞阻”现象,即目标信息的传

播同时存在信息竞争与传播阻滞现象.在新媒体环

境下,信息生产者众多,竞争更为激烈,为争夺受众

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商业化自媒体更愿意采用各

类醒目、抓眼球的标题、噱头、图片吸引受众,但信息

质量和内容的科学性、权威性很难保证.而专业机

构和官微、官博等信息途径在媒介商业化运营竞争

中,要获得大众的关注度需要具备更高的竞争力,否
则将会在信息竞争中淹没在汹涌的信息泡沫和信息

噪音中,出现信息阻滞.因此官方的权威信息要有

效抵达目标受众需要在信息竞争中具备更强的竞争

力和关注度,也要平衡内容的科学严谨性和通俗性,
同时要注意社交媒体风险沟通时的语言风格,平等

真实、贴近公众心理[４０].研究提示,在进行风险沟

通过程中,要注重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相结合,充
分发挥两种渠道优势,缺一不可[４１].同时也提示加

强公众媒介素养、提高信息鉴别力的重要性;此外,
对网络风险信息质量加强监管也至关重要.

４　结论与建议

由于本文样本来自网络调查,网调样本通常会

存在的偏年轻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构成偏多等

特征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研究发现仍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意义.本研究数据来自疫情发生初期公众的

调查反馈,对了解和提高公众风险沟通满意度提供

了实证依据.在理论上,构建了扩展的５W 风险沟

通评价模型,在基本传播环节要素的研究变量外,增
加了信任、媒介互动、情绪等变量,更深刻地揭示了

影响公众风险沟通满意度的因素,为下一步政府的

风险沟通策略改进提供了干预靶点.研究表明,公
众对风险沟通总体满意度较高,显示了很高的信息

遵从行为.沟通满意度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

异,在高知群体中存在“满意度落差”现象.电视、报
纸等传统媒体和社区宣教在风险沟通中仍然发挥着

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新媒体良性作用发挥需要以公

众的媒介素养为前提,公众的主观信息需求、情绪状

态以及官方权威信息的公信力对满意度有重要影

响.研究提示,风险沟通应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特

点,针对全媒体时代目标信息存在的竞争与阻滞并

存现象,应提升官方新媒体信息竞争力,充分发挥多

元媒介渠道的各自优势,采取针对性的沟通策略,持
续提升公众风险沟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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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SatisfactionwithRiskCommunicationDuringCOVIDＧ１９Outbreak:TheImpactof
InformationNeeds,ChannelPreferences,MediaTrust,and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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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HO declaredthatCOVIDＧ１９constitutesapublichealthemergencyofinternational
concernonJanuary３０,２０２０．Thispaperaimstoanalyzethefactorsinfluencingtheevaluationand
satisfactionofthepublicwithriskcommunicationeffectintheearlystageofCOVIDＧ１９,andprovidepolicy
suggestionsforimprovingtheeffectofriskcommunication．Thesurveywasconductedwiththesample
serviceofWenjuanxingplatform．TheonlinesurveywasconductedfromJanuary２１toFebruary２２,２０２０．
２８１８validquestionnaireswerecollected．Thepublicsoverallsatisfactionwithriskcommunicationishigh,

andtheparticipantspresentedhighinformationcompliancebehavior．Therearevariationsin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amongdifferentcharacteristicgroups,and“SatisfactionGap”phenomenonexistsamonghighly
educatedgroups．Traditionalcommunicationchannelssuchastelevision,newspapersandcommunity
communicationstillplayapositiveandimportantroleinriskcommunication．Thebenignroleofnewmedia
reliedongoodmedialiteracyofthepublic．Thesubjectiveinformationneedsandemotionalstatusofthe
publicaswellasthecredibilityofauthoritativeinformationfromthegovernmenthaveasignificantimpact
onsatisfaction．Thestudysuggeststhatthespecificneedsofdifferentgroupsbefocusedon,therespective
advantagesofmultiplemediachannelsbeutilizedandthetargetedcommunicationstrategiesbeadoptedto
continuouslyimprovethepublicssatisfaction withriskcommunicationinview ofthecoexistenceof
competitionandblockageofinformationintheomnimediaera．

Keywords　COVIDＧ１９epidemic;public;riskcommunication;satisfaction;media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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